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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 CSS 2011 年调查数据，分析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差

异，并进一步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就业、婚姻和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先赋因素如家庭

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接受高等教

育对两类人群后续的生命事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差异的消失或

者缩小是由个人在关键生命事件中获得的后致因素所决定的，考虑到生命事件的连续性和因

果关系，两类人群身上体现出后致因素替代先赋因素的规律。

关键词: 独生子女; 高等教育; 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2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149 ( 2014) 05 － 0051 － 11

DOI: 10. 3969 / j. issn. 1000 － 4149. 2014. 05. 006

收稿日期: 2014 － 02 － 28; 修订日期: 2014 － 06 － 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期职业分层研究” ( 12BSH074) 。

作者简介: 田丰，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刘雨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TIAN Feng 1，LIU Yulong2

(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2． Sociology Department，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i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and also did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employment，

marriage and occupation mobility． The data was sourced from China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in

2011． The results shows that ascribed factors such as family backgrou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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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to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has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life
events of the two groups． Therefore，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mpact on shrinkage of differentiation
was due to the self-actualized factors，from personal critical life events． Taken the continuity and
causality of life events into account，there is evidence to see that the self-actualized factors have
taken place of the ascribed factor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Keywords: the only child; higher education; differentiation

一、研究背景
第一代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独生子女，大多已经离开学校，步入社会，进入人

力资本的增量期和结婚生育期［1］。有学者推算，至 2009 年，我国 0 ～ 18 岁独生子女总量大约在 1. 1

亿人左右［2］，独生子女从一个被视为新现象的少数群体，已经过渡成为社会青年一代中的主流群体。

从个人生命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独生子女步入成年，他们的教育状况、婚姻家庭、就业和职业流动状
况都值得广泛关注。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已经持续了 30 余年之久。风笑天在其 《中国独生
子女研究: 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过往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在独生子女话题上存在十个研究的
主要议题，这些议题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进入成年之前［3］。从风笑天对这些议题的类型划分可以看
到，独生子女研究的拓展是伴随着独生子女生命历程的推移而进行的，从儿童期为主的心理研究到青

少年期之后的社会化研究，是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基本脉络。

无论是关注独生子女儿童时期的性格特点，还是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家庭和事业，始终有一个
争论的焦点，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是否存有差异。尽管风笑天总结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性格
特征上大体呈现“年龄越小差异越大、年龄越大差异越小”的趋势［4］; 但他也承认步入社会之后的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仍存有差异。而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来看，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在关键
生命事件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是最容易被发现和研究的，故而，本文试图在延续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

跟进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关键生命事件上体现出来的差异，特别是前一生命事件 ( 如接受高等

教育) 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后续生命事件中 ( 就业、婚姻和职业流动) 影响的差异，探究其
背后的社会家庭影响因素和生命历程因果关系链，从而进一步推进独生子女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
西方家庭中只生一胎的现象并不普遍，独生子女难以形成主流群体，但他们仍然备受研究者关

注，其研究核心问题与中国学者一样: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在西方语境下，

one child或者 single child是夫妻双方在自主意愿下所做出的生育选择，故而学者们对西方独生子女的
研究侧重家庭内部策略的探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贝克尔的家庭生育理论，他把生育子女看做一种理

性行为［5］。考虑到西方社会独生子女的产生完全是家庭内部决策的结果，这也决定了西方社会中的
独生子女群体与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群体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因而从社会结

构层次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进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研究独生子女的主要方向是家庭影响，即从家庭子女数和出生序列的角度研究独生子女

的心智及成就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家庭资源稀缺理论” ( Ｒesource Dilution Hypothesis)

和“汇流模型” ( Confluence Model) 。“家庭资源稀缺理论”认为家庭中子女数量增多，则意味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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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所获得的资源会减少，父母难以给每个人同样的培育、照顾和金钱投入［6］。因此，在只有一
个孩子的家庭中，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关注，被寄予了更高的成就期望，有着更多非独生子女难以比

拟的资源。同样，在“汇流模型”中，扎琼克 ( Zajonc) 和马库斯 ( Markus) 认为儿童的智力成长
和家庭背景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子女的智力发育水平取决于家庭中其他成员智力的平均水平［7］。“家
庭资源稀缺理论”和“汇流模型”都强调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影响，两种理论都力图说明家庭规模的
大小对子女在资源上的获得有重要作用。

在个体层面上，西方学者早期对独生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独生子女心理特征的探讨，独生子

女被冠以诸如“以自我为中心，依赖性强，喜怒无常，不合群……”等负面评价，使社会大众对于
这样的生育选择望而却步［8］。托尼·法布尔( Toni Falbo) 和他的团队在长期的研究中，通过数理统
计、心理分析和计算机软件，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参照实验和对比分析，改变了对独生子女
有失公正的看法，他们总结成年后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显著性差异，同时，独

生子女还在学习成就等方面具备更强的进取心［9］。针对独生子女成年后的状况，托尼·法布尔又考
察了在职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表现，他列出三种与成就有关的归纳资料: 已婚妇女就业经历、妻子和丈
夫的职业性质、家庭收入的水平。研究认为，除了在教育、结婚年龄等方面有差异之外，独生子女和
非独生子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0］。

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独生子女的产生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策略的结果，同时也是生育政策

严格限制的结果，且生育政策并非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依托于既存的社会结构，即生育政策具有明显

的城乡、地区差异［11］，因而，中国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比西方社会的情况更为复杂。有学
者认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本身涵盖了诸多的社会内容，包括社会、家庭、个人等不同
层面的因素都可能影响两者之间的差异［12］。

实际上，近年来学者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中所有的关键生命事件，例如升学、毕业、就业、结婚
生育等展开了一些研究。大量的讨论集中在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13 ～ 16］，以及和上一辈之间的代际关

系上［17 ～ 20］。在关于独生子女教育获得的讨论中，王晓焘通过 2007 年 12 个城市青年发展状况调查，

得出家庭规模对孩子教育获得存在负向影响的结论，认为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普遍高于非独生子

女［21］。肖富群则重点考察了农村青年独生子女的就业特征，认为独生子女具备在教育获得方面的明
显优势，并强化了其就业优势［22］。在就业和职业适应上，风笑天和王小璐认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
女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23］。

可见，现实中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步入成年期，研究者们获得了研究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关

键生命事件上差异的机会，但学者们多受研究数据的限制，较少关注前一关键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历

程的影响，从而未能实现全面地审视和比较独生子女群体与非独生子女群体当下发展状况和差异的研

究目的。所谓关键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历程的影响就是，将按照时间序列发生的关键生命事件视为连
续因果链，前一生命事件的结果会改变后续的生命历程。比如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家庭背景上的
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学业上的成就; 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家庭背景对职

业生涯的影响可能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 如果家庭背景影响会不断强化和扩大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

女之间的差异，那么家庭背景的影响就会转化为整个生命历程的影响。而本文恰恰希望在调查数据量
化分析的基础上，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教育获得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研究教育获得对

就业、婚姻、职业流动的影响，并检验生命历程中的因果关系链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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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独生子女队列年龄的可观察性，本文按照生命历程的一般规律，选择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

育、就业收入、婚姻和职业流动等关键生命事件作为分析对象，以检验社会结构、家庭背景和生命事
件的影响。

在研究设计时，我们试图厘清社会家庭背景的决定作用和生命历程影响作用的不同。首先，

为了区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所处的社会结构差异，我们选择独生子女出生时的户籍性质作为

社会结构变量，即假定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能够代表人口所处社会位置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其次，

我们选择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背景变量。事实上，父母受教育程度除了属于家庭变量之外，

还包含了一些遗传禀赋的考虑，即假定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智力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时，

父母的智力发展水平能够对子女的智力发展水平产生较大决定作用，且影响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最后，我们试图检验前一关键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事件的影响，比如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婚姻、

收入的影响，尤其是收入。因为根据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趋于公平，

高等教育普及往往被视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但高等教育普及本身并不可能改变一个人

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成长阶段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也就是先赋因素，它改变的是一个人接受高等

教育之后的生命历程，也就是后致因素。故而，可以认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本身是减少社会不平
等的关键生命事件。就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而言，如果我们承认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
在社会和家庭背景上存在先赋差异，那么在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能否消除社会和家庭等环境的先

赋差异，也是本文关注的要点之一。

本文的分析思路是: 第一步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几率上的差异。考虑到在
子女进入大学之前，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影响不可忽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比较明显，

因此，重点分析社会和家庭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的影响。第二
步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在初职收入和婚姻年龄分布上的差异。考虑到除了固有的社会和家庭背景
外，教育状况也是影响收入和婚姻年龄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重点观察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独

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收入和婚姻年龄差异的影响。第三步是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就业后职业流
动的状况。如果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几率低的情况下，又无法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那么势必
会出现社会流动性的丧失，独生子女会进一步巩固之前获得的优势，导致社会结构的固化和新的不

平等。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我们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假设 1: 家庭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有显著影响。

假设 2: 家庭背景和接受高等教育导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职业收入差异。

假设 3: 接受高等教育对形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结婚年龄差异有显著影响。

假设 4: 家庭背景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向上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11 年 7 ～ 11 月开展的第三次 “中国社会
状况综合调查” ( CSS 2011 ) 。该调查在全国通过 PPS 抽样，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
的 100 个县 ( 市、区) 的 480 个村居，共入户访问了 7036 位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

为了重点检验当代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教育、职业收入和婚姻年龄上的差异，我们选择年
龄处于 20 ～ 34 岁之间的被调查者，共计 1396 个有效样本，其中已婚的样本为 922 个。其样本
特征分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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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样本特征

变量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均值 /比例 标准误 样本数 均值 /比例 标准误 样本数

受教育年限 ( 年) 13. 77 0. 16 314 10. 97 0. 11 1082
高等教育 ( 接受过高等教育为 1，没有为 0) 0. 62 0. 03 314 0. 26 0. 01 1082
现在户口性质 ( 非农户口为 0，农业户口为 1) 0. 37 0. 03 314 0. 83 0. 01 1082
出生时户口性质 ( 非农户口为 0，农业户口为 1) 0. 22 0. 02 314 0. 62 0. 01 1082
结婚年龄 ( 岁) 24. 53 0. 25 129 23. 11 0. 11 793
初职职业 ( %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负责人 2. 33 1. 21
专业技术人员 27. 13 13. 38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2. 48 9. 96
商业工作人员 13. 18 11. 67
服务性工作人员 10. 08 11. 67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6. 20 20. 82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16. 28 28. 37
警察及军人 1. 16 2. 21
不便分类人员 1. 16 0. 70
终职职业 ( %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负责人 6. 23 3. 72
专业技术人员 28. 40 12. 4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2. 18 10. 76
商业工作人员 14. 01 19. 11
服务性工作人员 10. 12 13. 28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5. 45 17. 00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11. 67 22. 13
警察及军人 1. 17 0. 80
不便分类人员 0. 78 0. 70

四、分析结果
1．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分析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新录取大学生数量快速增加，从 1998 年的 108 万人增加到

2012 年的 685 万人，高等院校招生规模扩大了 6. 3 倍; 同时，高考录取率也提高了 2. 2 倍。一般来

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 ～ 50%时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50%以上时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高等教育的录取率超过了
90%，甚至有人认为未来中国高考录取率可能达到 100%，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但

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城乡之间在教育水平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城镇地区独生子女比例高于

农村地区，城镇地区家庭所能够提供的教育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比农村地区丰富，加之城乡本身既有

的人口素质差异，这些固有的社会环境差异造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上的

复杂性大为增加。本文在使用 Logit模型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时以是

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出生时的户籍性质

等因素 ( 见表 2 模型 A) 。在模型 A中，我们建立了 5 个子模型，主要结论如下。

( 1) 从模型 A ( 1) ～ A ( 4) ，独生子女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很强，说明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

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确实要更高; 模型 A ( 5) 中，加入了独生子女与出生时户籍的交互项，

独生子女变量本身的显著性消失，交互项的显著性较强，虽然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并没有产生较大变

化，说明没有足够的理由在统计上认为模型 A ( 5) 优于 A ( 4)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一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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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 Logit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A ( 1) 模型 A ( 2) 模型 A ( 3) 模型 A ( 4) 模型 A ( 5)

常数项 － 1. 02＊＊＊＊ － 0. 95＊＊ － 4. 10＊＊＊＊ － 2. 45＊＊＊ － 2. 29＊＊＊

( 0. 07) ( 0. 45) ( 0. 70) ( 0. 75) ( 0. 76)
独生子女 ( 以非独生子女为参照组) 1. 51＊＊＊＊ 1. 50＊＊＊＊ 0. 95＊＊＊＊ 0. 59＊＊＊ 0. 22

( 0. 14) ( 0. 14) ( 0. 18) ( 0. 19) ( 0. 28)
年龄 － 0. 00 0. 04＊＊ 0. 02 0. 02

( 0. 01) ( 0. 02) ( 0. 02) ( 0. 02)
女性 ( 以男性为参照组) － 0. 02 － 0. 02 － 0. 07 － 0. 06

( 0. 12) ( 0. 14) ( 0. 15) ( 0. 15)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0. 14＊＊＊ 0. 13＊＊＊ 0. 13＊＊＊

( 0. 05) ( 0. 05) ( 0. 05)
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0. 09 0. 08 0. 08

( 0. 06) ( 0. 06) ( 0. 06)
交互项 (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0. 01 0. 00 0. 01

( 0. 01) ( 0. 01) ( 0. 01)
出生时户口 ( 非农业户口为参照组) － 1. 09＊＊＊＊ － 1. 30＊＊＊＊

( 0. 18) ( 0. 22)
交互项 ( 出生时户口和独生子女) 0. 64*

( 0. 37)
N 1397 1397 1144 1144 1144
pseudo Ｒ2 0. 072 0. 072 0. 211 0. 235 0. 237
ll_ 0 － 898. 82 － 898. 82 － 752. 62 － 752. 62 － 752. 62

注: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 SE) 。

的变化，说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可能最主要体现在农村家庭的独生

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身上，而城镇家庭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这方面则不是很明显。另外，从模型
A ( 1) 到模型 A ( 4) ，独生子女变量系数从 1. 51 下降到 0. 59，即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在

模型 A ( 1) 中是非独生子女的 4. 5 倍，在模型 A ( 4) 中该数值已下降到 1. 8 倍，这意味着独生子女

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可能被新增的变量所解释，也意味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

女之间的差异本身包含了城乡、家庭等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

( 2) 从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及两者交互项的影响来看，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是

显著的，其系数为 0. 13，意味着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增加 13%，

而母亲受教育年限和交互项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相关性超过 0. 6，存在

共线性的影响。

( 3) 出生时户口性质的影响也比较显著。其实农业户口居民在教育质量和生活环境上明显不如
非农户口，因而户籍性质差异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信息，其系数为 － 1. 09，意味着出生

时为农业户口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仅为非农业户口者的 33. 6%。

( 4) 从模型 A ( 1) ～ A ( 5) 的依次变化来看，在加入年龄和性别变量后，独生子女变量的回

归系数基本上没有变化，而加入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及其交互项后，独生子女系数明显下降。再加

入出生时户籍性质时，独生子女系数再次明显下降。说明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的优势是多种

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城乡差异、家庭背景，以及独生子女身份背后的其他因素。在加入出生时

户籍与独生子女交互项的 A ( 5) 模型中，独生子女变量本身的显著性消失，而交互项较为显著，虽

然模型整体上与 A ( 4) 的差异不大，却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论上的解释，即接受高等教育机
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农业户籍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身上。总的来看，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假

设 1 是成立的，但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假设 1 只在部分条件下成立，故而在不考虑社会结构性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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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往往被夸大。相较于城市家庭，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不
均衡分配下的农村家庭，在资源上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之如 “家庭资源稀缺理论”中所说，子女数
量增多，会减少父母对单个子女的投入，所以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会产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上的差异。这一点在家庭资源更为紧缺的农业户籍家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2．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收入差异分析
根据之前的文献综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收入上的差异可以归结于两者所处的环境差异和

个人关键生命事件差异的多重影响。从所处环境来看，我们强调家庭背景的影响，选择本人的户籍性
质和独生子女的父亲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两个变量作为影响因素。从个人关键生命事件来看，我们选
择独生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影响变量。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生命事件，

它本身还和个体的人力资本有关，能够直接影响收入差异。除了上述因素外，在模型中还控制了性别
和年龄因素，以收入的对数为因变量建立了模型 B的 4 个子模型 ( 见表 3) 。

表 3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收入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B ( 1) 模型 B ( 2) 模型 B ( 3) 模型 B ( 4)

常数项 9. 74＊＊＊＊ 9. 20＊＊＊＊ 8. 89＊＊＊＊ 8. 92＊＊＊＊

( 0. 04) ( 0. 26) ( 0. 26) ( 0. 28)
独生子女 ( 以非独生子女为参照组) 0. 34＊＊＊＊ 0. 17＊＊ 0. 07 0. 04

( 0. 08) ( 0. 08) ( 0. 08) ( 0. 09)
年龄 0. 05＊＊＊＊ 0. 06＊＊＊＊ 0. 06＊＊＊＊

( 0. 01) ( 0. 01) ( 0. 01)
女性 ( 以男性为参照组) － 0. 44＊＊＊＊ － 0. 46＊＊＊＊ － 0. 46＊＊＊＊

( 0. 06) ( 0. 06) ( 0. 07)
农业户口 ( 以非农户口为参照组) － 0. 51＊＊＊＊ － 0. 24＊＊＊ － 0. 24＊＊＊

( 0. 07) ( 0. 07) ( 0. 08)
接受过高等教育 ( 以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参照组) 0. 57＊＊＊＊ 0. 54＊＊＊＊

( 0. 08) ( 0. 09)
父亲接受高等教育 ( 以父亲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参照组) － 0. 30

( 0. 31)
交互项 ( 本人和父亲接受高等教育) 0. 34

( 0. 34)
N 1136 1135 1135 983
Ｒ2 0. 015 0. 147 0. 186 0. 181

注: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 SE) 。

( 1) 在模型 B ( 1) 和模型 B ( 2) 中，独生子女对收入均有正面的影响，即独生子女的收入要
高于非独生子女，但在模型 B ( 3) 加入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变量后，独生子女影响的显著性消失，

这意味着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影响收入更为重要的变量，而收入差异可能只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

女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表象。
( 2) 在模型 B ( 4) 中，加入了父亲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变量，以及本人与父亲是否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交互项，发现这两个变量均没有显著影响，故而，也可以认为模型 B ( 3) 优于 B ( 4) 。这
说明，如果把父亲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家庭背景变量来看，在控制了本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变

量后，家庭背景的影响其实也不显著。这说明高等教育不仅削弱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
异，也使得家庭背景的影响不显著，它发挥了推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也可以看做人生的新起点或转

折点。
( 3) 年龄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值，说明年龄越大收入越高，而本文分析的年龄跨度较短，并

没有出现曲线变化的形式，故没有放入年龄的平方变量。女性的收入显著低于男性，农业户籍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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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低于非农户籍。此外，我们还尝试放入独生子女与户籍性质的交互项，但发现变量影响不显著。

总的来看，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的收入高于非独生子女的收入，但在控制其

他变量，尤其是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变量后，两者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异不显著。因此，假设 2 是不完
全成立的，家庭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职业收入的差异没有显著影响，高等教育对收入有影

响，同样也解释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由于高等教育机会差异造成的。
3．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婚姻事件分布概率的分析
在模型 B中，我们验证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会受到个人自身关键生命事件的影响，

甚至这种影响能够抹去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表象上的差异，或者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

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他们之前所处的社会家庭背景和曾经关键生命事件上的差异。为了进一步验证独生
子女个体生命历程中前一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事件的影响，本文还使用生存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他们在

婚姻这一关键生命事件的分布概率差异。

图 1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结婚年龄的概率分布

从结婚年龄的分布概率来看 ( 见图

1)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均出现了一
个显著上升的斜坡形态，说明从 20 岁前
后开始到 30 岁前后，随着年龄的增加，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结婚年龄的概率

逐渐增加，到 30 岁前后达到顶峰，并开
始下降。虽然两者在形态上较为相似，

但也有显著的区别，图 1 中两条曲线完
全是分离的，独生子女结婚年龄的概率

分布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独生子女结婚

年龄分布明显滞于非独生子女。

图 2 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生子女和

非独生子女结婚年龄的概率分布

为了检验前一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

事件的影响，我们加入了是否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新变量，产生了 4 条不同的结
婚年龄概率分布曲线 ( 见图 2 )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生子

女和非独生子女，两者结婚年龄的概率

分布曲线在 27 岁之前是接近重合的，在
27 岁之后，两者概率分布曲线交叉后分
离，独生子女结婚概率要略高于非独生

子女。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生子
女和非独生子女结婚概率曲线在 25 岁之
前几乎是重叠的，之后两者出现分化，独生子女趋于缓慢下降，非独生子女仍然上升，到 30 岁前后
达到峰值。图 2 关键之处在于，图 1 中两者的结婚概率曲线变化在图 2 中演变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没
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结婚概率曲线变化，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结婚概率曲线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或

者某个阶段上被缩小了或者被抹去了。说明后致因素，即关键生命事件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独生子
女和非独生子女后续生命事件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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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在控制了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变量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结婚年龄概率分布上

的差异转化为两者内部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差异，在两个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并没有明

显的区别。因此，假设 3 是成立的，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结婚年龄有显著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4．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向上职业流动分析

模型 C分析的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职业流动状况，由于大部分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

均处于职业上升期，他们现在的职位与初职相比绝大多数处于持平或者上升的势头，因而本文只分析

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向上职业流动和没有职业流动的比较 ( 见表 4) 。

表 4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 Logit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C ( 1) 模型 C ( 2) 模型 C ( 3) 模型 C ( 4)

常数项 － 2. 96＊＊＊＊ － 3. 49＊＊＊＊ － 2. 93＊＊ － 3. 24＊＊

( 0. 16) ( 0. 24) ( 1. 38) ( 1. 45)
独生子女 ( 以非独生子女为参照组) － 0. 34 － 0. 78* － 0. 83* － 0. 94＊＊

( 0. 40) ( 0. 41) ( 0. 42) ( 0. 45)
接受过高等教育 ( 以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参照组) 1. 29＊＊＊＊ 1. 06＊＊＊ 1. 20＊＊＊

( 0. 32) ( 0. 37) ( 0. 40)
年龄 － 0. 01 0. 01

( 0. 04) ( 0. 04)
女性 ( 以男性为参照组) － 0. 07 － 0. 08

( 0. 31) ( 0. 32)
农业户口 ( 以非农户口为参照组) － 0. 38 － 0. 44

( 0. 39) ( 0. 41)
父亲接受高等教育 ( 以父亲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参照组) － 0. 31

( 0. 64)
N 1018 1018 1017 885
pseudo Ｒ2 0. 002 0. 047 0. 046 0. 060
ll － 190. 04 － 181. 52 － 178. 68 － 161. 70

注: * p ＜ 0. 10，＊＊p ＜ 0. 05，＊＊＊p ＜ 0. 01，＊＊＊＊p ＜ 0.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 SE) 。

( 1) 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向上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在表 4 模型 C ( 2) 、C ( 3) 和 C

( 4) 中，控制了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变量之后，是否为独生子女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意味着独

生子女在初职之后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比非独生子女要小，原因可能是非独生子女的初职层次相对

较低，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 而独生子女之前就占据了相对较高的职业岗位，上升空间较小。这也说

明尽管独生子女在初职就业中占据一定优势，但非独生子女的后天努力仍能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 2) 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向上的职业流动。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

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均大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这一分析结果与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致

的，即高等教育成为跨越职业门槛的敲门砖。

( 3) 社会结构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不显著。户口性质和父亲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向上职业流动

没有影响，这意味着先赋性的因素虽然可能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初职差异，但对他们的职业

流动而言，影响是不显著的。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假设 4 被证明是错误的，非独生子女向上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要大于独生子

女，高等教育在向上职业流动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结构和家庭背景的影响消失，这意味

着独生子女之前获得的优势并不能持续地保持，非独生子女的劣势却意味着更多的上升空间，而高等

教育对提高社会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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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的形成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包括社会结构、家庭

背景和个人禀赋等因素。本文在考虑到上述影响因素之外，着重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来研究关键生命
事件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的影响，力图从中探求其变化的真正原因。因此，本文从当代独生
子女业已经历的关键生命事件中选择接受高等教育、职业收入、结婚年龄和职业流动作为研究内容，

来检验社会结构、家庭背景和关键生命事件的不同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

第一，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托尼·法布尔的研究结论［24］，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教育
机会上存在差别; 社会结构和家庭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有显著

影响。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显著的差
异，但在加入出生时户籍、父亲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
的差异缩小。特别是在加入出生时户籍与独生子女的交互项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
育机会上的总体性差异不再显著，而出生时为农业户籍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存在着显著差

异，这说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可以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变量和家庭

背景变量加以解释。这一结论与“家庭资源稀缺理论”和 “汇流模型”所强调的家庭背景对子女的
影响的结论较为一致，与王晓焘在城市青年中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25］。但总体上可以认为，独生子
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差异实际上是两个群体背后的家庭因素所决定的。

第二，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就业收入和婚姻时间上具有决定性影响。托尼·法布
尔发现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教育和婚姻上的差异［26］，却没有进一步验证两个生命事件之间的

关联。本文则进一步分析发现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关键的生命事件对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
后续的生命事件 ( 结婚时间) 具有显著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
婚姻年龄概率分布来看，在控制了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变量之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很

大程度上转化为群体内部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子群体之间的差异。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收入
差异来看，在控制了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变量之后，两者之间差异消失。故而，就造成独生子女和非
独生子女之间差异的影响因素而言，高等教育比社会结构和家庭背景因素更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

意味着前一关键生命事件的状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后一生命事件的结果，社会结构和家庭背景必须通过

特定生命事件因果关系链才能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产生影响，这一点与肖富群关于农村青年独生

子女的就业研究结论［27］也是较为一致的。

第三，本文研究发现，尽管独生子女在初次就业中占据了一定优势，但非独生子女向上职业流动

的可能性更大，且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均大

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研究再次证明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之间的差
距并没有持续扩大，而是逐渐缩小。在向上的职业流动过程中，高等教育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接受
高等教育意味着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因此，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缩小一定程度上可以
解释为劳动力市场对相似人力资本的价值界定是一致的，并不区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从

而为非独生子女通过职业流动缩小与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提供了机会。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为社会结构、家庭背景与个体生命事件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的影
响提出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假说，即后致因素替代先赋因素的规律。即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的
影响因素区分为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先赋因素与个人选择和成就无关，比如户籍性质、家庭背景，

这些因素都是先赋的，并非是个人选择的。后致因素则是与个人选择和成就有关，比如是否接受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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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在经历某些关键生命事件 ( 接受高等教育) 之前，

也就是他们没有取得任何后致因素之前，先赋因素如社会结构和家庭背景等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取得
一定个人努力的成就之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他们各自生命历程所经历

的不同关键生命事件结果的差异上，也就是由后致因素所决定。且随着生命历程的延续，在他们进入
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标签下所隐藏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劳动力市场对他们的估

价，这意味着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未来的人生发展历程中，先赋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后致因

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故而，从生命历程的因果关系链来看，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在
没有后致因素之前有先赋因素的影响存在，当他们经历过特定生命事件之后，后致因素取代先赋因素

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后致因素替代先赋因素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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